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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四专家评述“南方谈话”———

下一个20年
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本报记者 龚海

一月的深圳，惠风和
畅。莲花山顶上的邓小平雕
像对外地游客依然有足够
的吸引力，那个疾步向前的
形象时刻让人感受到要“敢
闯”的精神感召。

邓小平当年是1月19日
到的深圳，深圳市社会科学
院原院长彭立勋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刚好20

年了，我得赶快呼吁深圳方
面进行相关的纪念座谈。”
彭立勋觉得纪念活动也是
找个机会对目前的发展状
况进行反思。

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
谈话”中止了“姓社姓资”的
争论，让中国社会进入了不
争论的阶段，开始集中精力
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解决问
题。

“邓小平当年的讲话高
屋建瓴，现在也有很多改革
措施出台，高度都不如小平
当年。”综合开发研究院战
略研究中心主任冯苏宝告
诉本报记者，这种“焦虑的
情绪一直在弥漫”，更为遗
憾的是，“现在大家普遍缺
少思想了，包括知识精英，
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

“自嘲”背后始终绕不
开一个话题：“南方谈话”所
带来的改革红利已经吃了20

年，中国下一步到底该怎么
走？

不管是当年“南方谈话”
的见证者，还是致力于现实研
究的知识阶层，都对这个问题
表示关切。他们中很多人认
为，与当年不同，今天的改革
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没有闯劲儿了，

进一步改革就更困难

了”

对改革的焦虑让人欲
言又止，但焦虑不只是这个
时代的症候。“我认同张鸣
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中说
的，中国在推翻满清后走向
共和，但带来了一种多动
症，改革的多动症，不断地
改革、折腾，但却没有高屋
建瓴的看法。”冯苏宝说。

不过“南方谈话”不一
样，冯苏宝觉得除了领导人
的魄力，谈话里头提出的整
个社会构架都是高屋建瓴
的。“我们研究中国模式，发
现邓小平的精髓有两点：其
一，他用的是曾被批判过的
话，如搞调和论、不坚持原
则，而他恰恰是讲调和，这
是种折中主义，比如姓“资”
姓“社”我不管，只讲发展生
产力。其二，他把经济和政
治分开了，不管政治如何，
经济可以单独发展。”

“邓小平看得很清楚，
头脑也很灵活。”但让冯苏
宝感到焦虑的是，现在谈论
问题往往缺乏宏观的高度，

“一些问题谈得很专业，完
了之后，发现一点意思也没
有，有些还没看清楚。”

方向感的缺失让人苦
恼，而现实中并没有成功的
案例可供直接照搬或学习。
当年讲摸着石头过河，但现
在，吴松营说，“特区的精神
是敢‘闯’，没有闯劲儿了，
进一步改革就更困难了。”

与邓小平当年的振臂

一呼相比，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
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现
在的改革需要的仍然是顶层
设计，“真实的问题在于改革
的导向问题，改革缺乏共识，
也没有形成新的改革共识，而
要达到这种共识，取决于改革
能不能在实现大多数人利益
上有重大突破。”

以深圳为例，冯苏宝
说，“深圳改革的辉煌在南
巡之前，南巡之后大概又持
续了五年，再以后的改革就
不再那么大刀阔斧了。”

涉及具体领域的改革
常有，但涉及社会构架的清
晰的改革思路已很少见。在深
圳市政府法制办的一次会议
上，就特区立法，冯苏宝尖锐
地批评：“现在我们用特区立
法这个权，还只是‘小打小
闹’，真正的大手笔，伤筋动骨
的，比如行政体制改革，这方
面基本上没有考虑。”

“现在要更安全

地进行改革”

曲建直观的感受是，改
革变得平稳了。曲建是研究
区域经济的专家，同时也是
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副院长。

曲建对本报记者说，“20

年了，就像盖一座大厦，主
体结构已经完工了，现在是
内部装修阶段，不可能再像
以前那样一天两三层楼地
飞速增长，现在是一点一点
地完善。”

他不认为改革陷入了
泥淖，“以前是穷，穷则思
变，现在人富了，改革的动
力就变弱了。”

吴松营说这是一些既
得利益者在作祟，“他们只
想寻找既稳妥又不损害自
身利益的发展方式，没有冒
险的要求了，也就没有探索
的动力了。”

这些既得利益者的阻
碍在冯苏宝看来却不是大
问题，“现在要解决的还是
改革的大方向问题，方向确
立了，协调这些人的诉求只
是个技术问题。”

今日改革的难度自然
非当年一穷二白时可比，

“今天的深圳与上世纪80年
代的深圳不可同日而语，船
大难掉头，现在要更安全地
进行改革。”曲建说。

吴松营承认，深圳发展
到现在，再有大发展也不容
易，“但这时更需要有敢闯

的精神，为全国的改革探
路，但却没有。”

“我们开放的空

间还很大”

开放曾经被当做促进
改革的比较稳妥的路径。

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对
外开放是为了促进对内的
改革。经济的发展迟早会触
及社会构架方面的问题，这
种倒逼机制曾经不断地推
进体制的革新。通过开放，
比如学习新加坡、香港等地
的做法，中国内地在改革上
得到了很多借鉴。

现在，吴松营觉得“已
经基本没有开放的问题了，
剩下的只是改革的问题”。

但曲建在几年前重新
提出“以开放促改革”，“因为
单一的改革阻力很大，方向也
不明确，怎么能在不清晰中寻
找方向、怎么调整利益，仍然
需要开放，引入竞争者，把国
际上好的管理办法引进来，促
进国内的改革。”

尽管现在连内陆城市
都高度开放了，但曲建认为
开放的路子还有很长一段
要走，“许多领域，如垄断行
业、金融等，都还没有开放。
垄断行业的破除，政府职能
的转变，我们开放的空间还
很大。”

不过，以开放促改革并
非按部就班，迟福林认为，

“开放促改革是过去20年发
展的基本路径，但现在的情
况有了很大改变，中国已是
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大经
济体，整个制度安排能不能
与中国的开放程度相一致
是个问题，比如人民币国际
化，就需要利率的市场化。
相比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
革来促进开放更为迫切，有
了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促
进经济上更大的开放，中国
才能从全球化经济的参与
国转变成为全球化经济的
主导国。”

“深圳要在产业

上转型升级”

在经济发展上，冯苏宝
主张由现在的外向型经济
向开放型经济转型，这是一
个目标。

“开放型经济是外向型
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是外
向型经济发展的一种逻辑
结果。”在冯苏宝看来，开放
型经济类似于世界上的自
由港制度，在制度安排上实
现贸易、金融自由、投资自
由、运输自由。

曲建为深圳特区的转
型进行了谋划，方向很清
晰，“深圳成熟的市场经济
至今是内陆城市所羡慕的，
下一步它要在产业上实现转
型升级，与发达国际经济体同
步，在城市功能上向国际化城
市看齐，人口管理实现一体
化、社会管理实现一元化，一
旦完成了这个华丽的转身，
它就为内陆城市下一个20年
的发展寻找到了途径。”

不过变革依然面临不
少困难，迟福林将之称为改
革“进入了以协调利益关系
为重点的攻坚阶段”。

齐鲁晚报：邓小平“南方谈话”过去
20年了，中国经济在此间持续高速发
展，如何评价“南方谈话”的意义？

迟福林：“南方谈话”对中国的改革
开放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开启了中国改
革的新时代，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思想
解放。

当时，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如何
看待市场经济，还存在很多争论，社会
上“左”的思潮很盛。“南方谈话”谈到只
有继续解放思想，改革才能有出路，这
大大坚定了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邓小平说中国只能往前走，不能往
后撤，允许先行先试，要大胆。至于改革
开放的突破点在哪儿，他提出来了，就
是市场经济。我在1991年的时候还发表
了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当时有争论，
但“南方谈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被确立为中国改革的方向，对此，“南方
谈话”起到了历史性作用。

齐鲁晚报：2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
国是否又到了新一轮改革的节点上？

迟福林：这实际上是一个改革需要
顶层设计的问题。“南方谈话”20年来，
我国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同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目前，面
临的突出问题是：投资消费失衡、贫富
差距扩大等问题，这比当初的改革更具
复杂性，改变这种现状仍需在改革中寻
求出路，寻求办法。

过去20年，中国的发展做了两件大
事，一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二是做
大了经济总量。但今后20年是如何公平
可持续发展的20年，这是后20年的目
标，也是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我们需要
以公平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
与改革。

二次转型与改革可以概括为20个
字：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
场导向，政府转型。这是小平南巡讲话
20年后，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新任
务、新战略。

齐鲁晚报：“南方谈话”后，中国的
社会发展在经济改革上首先取得了突
破，现在再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
会忽略社会其它方面存在的问题？

迟福林：中国现在仍然是个发展和
转型的大国，发展处在关键位置，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还是符合发展的趋势和
要求的。

不过现在需要改革，经济要转型、
社会要转型、政府职能也要转型，在转
型中寻找出路，只有解决好现在的矛盾
才能给发展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社
会条件。解决好贫富差距，走向以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这会给发展提供进一步
的支持和动力，这也是经济发展的保
障。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和企业
的事情，政府需要以公共服务为中心。
因为只有政府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思
路并转变职能，提供经济型公共服务，
这样才能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制
度保障，如果不转型，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就很难做到。

齐鲁晚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还
能为中国社会今后的发展留下哪些遗
产？

迟福林：诸如继续解放思想才有出
路，坚定地把改革当成发展的动力，坚
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尽快创造条件走
向共同富裕，把改革创新的任务尽快推
上来，这些思想对现今中国的发展仍然
有指导意义。

齐鲁晚报：与20年前相比，现在进
行改革是不是更难了？

迟福林：现在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
利益关系的协调。小平南巡20年来，做
大了经济总量，但贫富差距也被拉大了，
改革面临全面的利益关系调整。最突出
的问题是既得利益者的形成，既得利益
者的形成是阻碍改革的主要因素，他们
既不想回到计划经济，也不愿再推进改
革。对他们来说，保持现状最好不过。

现在的改革也需要新的方向，比如
调整国民收入格局，推进劳资谈判，改
革财税体制，首先需要确定改革的大导
向。

目前，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贫富差
距、利益调整等问题，焦点都集中在政
府转型上。在当前矛盾问题特别突出的
情况下，必须坚持小平南巡讲话精神，
坚定改革决心，形成改革魄力，务实推
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型。

迟福林：

在转型中
寻找出路
本报记者 龚海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
究院院长

吴松营，邓小平深圳南巡期间全
程记录者之一，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

曲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
圳)副院长

冯苏宝，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深圳)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南方谈话”所带来
的改革红利已经吃了20
年，中国下一步到底该
怎么走？不管是当年“南
方谈话”的见证者，还是
致力于现实研究的知识
阶层，都对这个问题表
示关切。他们中很多人
认为，与当年不同，今天
的改革面临更复杂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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